
陶行知的生平故事

陶行知自小接受传统私塾教育，15
岁进入崇一学堂。1909年，18岁的陶
行知考入南京汇文书院。1910年，汇文
书院与宏育书院合并成立金陵大学堂，
他随之升入该校文学系，1914年毕业。

在崇一学堂读书时，陶行知曾与其
他同学谈论出国读书的意图，许多同学
计划出国后就不再回国，陶行知没有跟
同学们争论，只在学生宿舍墙壁上写
下：“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
些贡献来。”这句话表明，他早已立下学
成归国、服务国家的志向。

其实，早在17岁时，陶行知曾一度
像孙中山、鲁迅和郭沫若等一样，萌生行
医济世、习医救国的念头，并以优异成绩
考进杭州广济医学堂。但进入广济医学
堂的第三天，他便决定离开，因为他发现
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入教洗礼才可实习医
科——陶行知觉得，这是对非基督徒的
歧视，与他所了解的基督教不符。再过
一年他便考入上述南京汇文书院读书。

在金陵求学的五年里，陶行知增长
了知识、锻炼了才干，其政治思想和人
生价值观也得以深化。求学期间，陶行
知经历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变革。
当时，许多年青学子怀抱“读书为救国”
的志向。陶行知也逐渐形成了民主共
和、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信念，他在大学
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曾指出“共和”
精义的根本就在“自由、平等和博爱”三
大信条。其中，“博爱”（即“民胞”）是
“共和”之大本，这是陶行知“共和”思想
的一大特色：必须兼具“博爱”精神。

大学毕业后，陶行知拿到一笔奖学
金，计划前往美国伊利诺大学（今译作

伊利诺伊大学）修读政治学，准备学成
回国服务。此前，他曾尝试从医救国；
后来选择修读政治学，也出于同样的报
国志向。1915年夏天，他决定转向教
育，认为教育才能更有效地改变国家的
未来。那年秋天，他毅然离开美国伊利
诺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

读教育学博士学位，师从美国著名哲学
家、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和教育史
学家孟禄（Paul Monroe）。他也是胡适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从学医到修
读政治学，再到研究教育，他始终怀抱
着一颗爱国心。

“教育救国”的实践

1917年，陶行知收到时任南京高
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郭秉文的邀请，回
国在该校任教育学专任教员兼教务助
理，后任教育专修科主任、教务主任。
1921年，陶行知参与筹组中华教育改
进社，后任该社主任干事、总干事，致力
于推动教育改革。1923年，陶行知更
与晏阳初、朱其慧等共同发起中华平民
教育促进会总会，继续推行平民教育。
此后，他又先后开展乡村教育、普及教
育和生活教育等实践，发起“小先生运
动”、倡导民主教育和创造教育。

民国初期，不少知识分子特别尊崇
西方的科学与文化。陶行知在美国读
书时，是杜威的学生，也学会了什么是
“进步的教育”“教育即生活”“教育即成
长”等先进的现代教育理念；但他不认
同“全盘西化”，也并不同意将整套西方
的教育哲学照搬来中国。

立足中国实际，陶行知对杜威的教
育思想作了创造性转化。杜威主张“教
育即生活”，陶行知则提出“生活即教
育”，提倡在生活里教育、用生活来教
育、为生活而教育。换句话说，即在生
活中接受教育，在各种生活环境中进行
教育。这样的教育贯穿人生始终，因而
也是一种终身教育。

另一方面，当杜威主张“学校即社
会”的时候，陶行知却主张“社会即学
校”。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陶行知曾
以鸟笼作比喻：当我们说“学校即社会”
时，就像是将一只活泼可爱的小鸟从天
空中捉下来、放在鸟笼里；然后将它生
活所需的一切放进笼里，要它学习在笼
子里生活。笼子里的生活并不能完全
等同外边世界的生活，它甚或可以是

“弄假”和“不真实”的。“学校即社会”就
是这样。但若是说“社会即学校”，情况
就完全不同了。“社会即学校”是要让孩
童回到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接受教育，这
样才是孩童真正需要的教育。

换言之，陶行知并非照搬杜威的教
育理论，而是立足中国社会实际，对其作
出创造性转化。“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
校”等主张，体现了他探索教育思想中国
化、寻求适合中国国情教育道路的努力。

另一方面，陶行知仍然热爱中国的
传统文化，他曾醉心于王阳明“知行合
一”学说，亦两度将自己的名字改写，本
来是“陶文浚”，1911年改名为“陶知
行”，表明他并没有否定中国传统文化，
且坚守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不
过，他后来（1934 年）又改名为“陶行
知”，表明他是希望更进一步“完善”王
阳明的“王学”。

阳明心学（亦称“王学”）主张“知行
合一”，受其影响，陶行知起初在教育领
域主张“教学合一”，后来进一步提出
“教学做合一”（即“教、学、做”是一件

事，三者是结合为一的）。他认为，生活
和教学都应从“做”开始，活一天，便
“做”一天；“做”是行动、是思想、是新价
值之产生；“做”是发明、是创造、是实
验、是建设、是生产，是探寻出路。

为什么要将“陶知行”再改名为“陶
行知”呢？因为他发现“教、学、做”三者
中，“做”最为重要，他说：“事怎样‘做’便
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比如种田是
要在田里做的，所以必须在田里学、在田
里教。1934年正式改名以前，他已不再
停留于自己早年从阳明心学中接受的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而转为主张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换言之，陶行知尝试从新的视角重新
理解知与行的关系，超越自己早年对阳明
心学的理解，为中国教育寻找一条新的出
路。他的教育主张立足中国社会和民众
的实际生活，强调从实际生活处境中思考
教育的问题，这也是来自他的“爱国心”
“教育救国”和“教育处境化、中国化”的
新思维（包括他的中国版的“爱的教育”）。

“爱的教育”在中国

陶行知在推动“平民教育”和“生活
教育”的同时，也强调“爱的教育”。
1927年，他在南京晓庄创办试验乡村
师范学校，简称“晓庄师范”或“晓庄学
校”，为中国教育探索新的道路。

晓庄学校的一个重要教育理念是“爱
的教育”。陶行知在《晓庄三岁敬告同志
书》中说：“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
有爱便没有晓庄。”在他看来，晓庄爱人类，
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
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
中最不幸的农民。这种爱从农民出发，从
最多数最不幸的人出发，他的目光，没有一
刻不注意到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全体。

“晓庄是从这样的爱心里出来的
……爱之所在即晓庄之所在。”晓庄的
教育理念，集中体现在“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这句话中。

从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角度来看，
“爱的教育”就是一种新的文化思维。事
实上，陶行知在中国所主张的生活教育、
乡村教育、平民教育，都是从“爱的教育”
延伸出来的，也是一种大同世界的教育思
维，因为他的教育理想就是“爱满天下”。

就中国传统教育而言，陶行知“爱
的教育”的主张，是一种新的道德教育
探索，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
他所主张的“爱的教育”和“爱满天下”
的教育理念，已经是中国版的“爱的教
育”，是他特别为中国人民而设计的，符
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体现了他“教
育救国”和探索教育中国化的努力。

“爱满天下”是他的教育理想，而以
教育服务中国人民，正是他爱国心的具
体体现。

（作者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
教研究系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会
大学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大学文学
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广州市新时代民族宗教领域研究智库
专家成员，现任广东省江门市中加柏仁
学校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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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从爱国心到“爱的教育” □吴梓明

漂洋诗笔载乡愁：近代华侨报刊中的文化认同书写

引言

今年恰逢陶行知（1891—
1946）逝世80周年，也迎来我国
第42个教师节，让我们一起纪念
这位“近代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
家”，也更好地“学陶”“师陶”和
“研陶”。

陶行知是五四运动以来极具
影响力的人民教育家，他最为教
师们熟知的两句名言是“千教万
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
人”和“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
草去”，他勉励教师们要以赤诚和
仁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亦创建
了一套“爱的教育”理论，体现了
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的
特色。事实上，在重温陶行知的
生平故事时，我们更可以发现陶
行知具有强烈的爱国心，这促使
他真正成为一位“近代中国伟大
的人民教育家”。

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动荡，东南沿海
民众为避战乱、谋生计，大规模远赴南
洋、美洲等地定居谋生。在跨洋迁徙与
异域寄居的时空处境下，海外华侨将羁
旅之苦、乡土之思与家国情怀诉诸旧体
诗词创作。近代华侨报刊，不仅是侨民
获取资讯、联络社群的传播载体，更成为
普通华侨开展文学书写、建构文化身份
的公共文化场域。刊载于侨报副刊的诗
词作品，突破传统古典诗词精英化、书斋
化的创作传统，扎根底层侨民的真实生
活体验，承载着离散族群的情感结构与
文化心态。从乡土眷恋的个体抒情，到
社群联结的文化自觉，再到救亡图存的
国家认同，侨报诗词呈现了近代海外华
人文化认同的递进过程，推动中华文脉
在异域侨社落地延续、代代传承。

报章载诗：印刷媒介
与华侨精神共同体的建构

晚清以降，东南沿海民众掀起大规模
跨国迁徙浪潮。据《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
简史》统计，至20世纪30年代初，全球华
侨华人总数已达1220万。又据《潮汕华
侨史》，1840-1949年间，约有400万潮
汕人过海谋生。散居海外的侨民，通过聚
居、结社形成相对稳固的侨社社群，在生
存层面实现了抱团相依，但并未摆脱跨文
化离散所带来的精神无根性。身处中西
文明交汇的异质空间，华侨不得不面对语
言、风俗、制度与族群文化的多重差异，长
期处于文化边缘与身份悬浮的状态，而华
侨报刊所载的诗词在一定程度上抒写、抚
慰了游子的精神疏离与文化焦虑。

这种离散焦虑常被诉诸侨报中。《香
山旬报》所载晓峰《又秋思续怀》有句：
“梦逐天涯悲断梗，身飘湖海寄浮萍。梧
桐叶落萧萧下，最怕思君不忍听。”诗人
以断梗、浮萍为喻，道出海外游子漂泊无
依、无所归止的生命境遇，是一代侨民集
体心态的诗意缩影。面对普遍的精神空
虚与文化失序，海外侨民需要一方稳定
的公共媒介与文化阵地，用以凝聚乡谊、
整合情感、延续文脉，缓解离散族群的身
份危机与精神困境。

在此时代语境下，南洋《叻报》《星洲
日报》、广州《美洲同盟会月刊》等华文报
刊相继创办，成为联通故土与侨居地、整
合海外华侨华人社群的重要媒介。早期
华侨报刊以时政新闻、商贸信息为主，工
具性、实用性特征突出。随着文化需求
的不断增长，报刊增设“诗林”“嘉言”“文
苑”“艺苑”“杂俎”“美人香草”诗词专栏，
实现传播功能从“信息传递”向“文化建

构”的延伸。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
象的共同体》中提出“印刷语言建构想象
共同体”的观点，认为印刷媒介通过统一
的文字体系与公共传播场景，打破地域、
阶层与身份隔阂，为分散个体提供共享
的文化符号与情感基底，成为共同体意
识生成的重要前提。

侨报诗词专栏消解了传统旧体诗词
的精英圈层壁垒，使古典文体从文人雅
集和书斋酬唱下沉为普通侨民的抒情文
本。侨商侨领、文教人士、初中学子等不
同阶层的海外华侨华人，皆可借诗词书
写人生境遇、抒发内心情志。这些诗词
直面异域劳作的艰辛、漂泊生活的困顿
与离散生存的悲欢，摒弃空洞抒情与刻
意雕琢，以真切生命体验激活古典文体
的当代生命力，呈现出区别于传统诗学
的民间气质与时代质感。

在这个过程中，报刊印刷所塑造的
“同时性”阅读场景，使散落四海、彼此陌
生的侨民在同一时段共享文本、共情情
感，形成跨空间的集体文化体验。从华
侨报刊诗词题目中的“步韵”“和韵”“奉
和”等字样可见，华侨群体通过“投稿－
刊发－唱和”的文学往来，凝聚起华侨群
体跨越时空的文化认同。这种公共传播
机制将个体化、碎片化的漂泊心绪与乡
土思念，汇聚为群体性、整体性的文化共
鸣，完成了私人情感向公共文化心态的
转化。华侨报刊由此构筑起海外华侨华
人的精神栖居地，为侨诗创作传播、侨社
文化凝聚与海外中华文化认同建构，提
供了坚实的媒介支撑与社群基础。

平仄寄愁：乡土记忆
与离散身份的文化确认

乡愁是近代侨报诗词最为稳定的情
感底色，也是海外离散族群维系本土文化
记忆、完成自我身份确认的核心精神机
制。在近代交通闭塞、音书难通、归乡无
望的历史条件下，异域生存的时空疏离感
不断唤醒侨民的故土记忆。旧体诗词凭
借普罗大众所熟悉的意象体系与抒情范
式，成为华侨承载羁旅孤寂、留存乡土经
验、锚定文化根脉的文学载体。万源在新
加坡的1946年创刊号《南阳半年刊》上
有一阕《满江红（思乡）》，词云：“飘泊萍
踪，虚度了良辰佳节，他邦远托谋生技，到
今犹拙。黄叶催人覊梦短，白云撩客乡思
切，最销魂关路锁寒烟，伤离别！弹珠泪，
愁肠结，游子恨，何时灭？看星洲隄畔，几
番明月，异地风光虽逸趣，故园景色尤清
绝，问那年方得赋归休，心欢悦！”词人以
浮萍为喻，写出漂泊不定的生活状态，为

谋生远赴他乡，却未能成功，暗含对自身
处境的无奈。“黄叶”暗示时光催促，羁旅
之梦短暂；白云悠悠更触动客居他乡的
愁绪，使乡思愈发浓厚。异地风光虽有
逸趣，但比不上故乡的景色，恬淡的异乡
之景反衬游子飘零之苦，细腻呈现侨民身
在异域、心系故土的恒定状态。

“明月”作为中华诗学的经典意象，
在侨报诗词中被赋予更强的跨时空联结
意义，成为离散侨民沟通故土、安放乡愁
的精神符号。山海隔，唯有皓月一轮共
照中外、联通南北，成为跨越地域壁垒的
精神媒介。《潭冈乡杂志》第18卷第5期
潜叔《八月旬夕病后登楼望月》，有句云：
“久病乍惊秋气肃，新痊怕见月光溶。闲
云有岫归南浦，孤雁无栖驻碧峰。”秋肃、
月溶、闲云、孤雁，作者用这些最常出现
于传统诗词的意象构建了清冷孤寂的抒
情意境，借云归山，反衬自身飘零无依、
归期渺茫的身世处境，将病痛之苦、漂泊
之叹、乡土之思融为一体，情感沉郁真
挚，极具群体共情力。

家书意象进一步拓展了侨报乡愁书
写的情感深度，突破传统思乡文学的温
情范式，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心理结构。
有时，家书是慰藉羁旅心灵的温暖符号，
如刊载于1910年《香山旬报》、署名慨
公的《寄内》有句云：“壮志名途远，孤栖
客路难。殷勤聊报汝，两字写平安。”要
奔一个前程，作者离家远行，在外漂泊的
孤独和艰难一言难尽，他能做的就是给
妻子传回家书，常报平安。有时，家书的
意象也表达了作者愧疚、自责与焦灼交
织的复杂情绪。墨西哥的《正言月报》
1928年第5号第58期有许穰《自感》：
“离乡别井寄人篱，多少衷情只自知。旧
恨新愁风吹起，家书飱我蹈良规。”家书
带来的亲人期许与自身漂泊潦倒的处境
形成强烈反差，使乡愁叠加身世之叹，情
感层次更为细腻真实，更贴合侨民的生
存现实与心理状态。送别是侨刊诗词中
最常见的主题。陶融儒乐社，是新加坡
最老的潮剧及潮乐社团之一。在《陶融
儒乐社十六周年纪念特刊》中，马宗薌有
一首《送本社陈副社长育三返国》，有句
云：“炎荒天气暖烘烘，欢叙正酣兴未
穷。忽唱骊歌旋故国，归途敬祝一航
风。”诗作语言浅白、不假雕饰，还原侨民
共通的漂泊体验与乡土执念。

总体而言，帆、舟、沧海、明月、归雁、
家书等反复出现的诗意意象，构筑起侨
海文学的乡愁意境系统。近代华侨以诗
词为载体持续书写乡土风物、留存故土
记忆、维系族群情感，在长期的抒情实践
中完成乡土文化身份的确认与坚守，使
离散状态下的海外华侨华人始终保有清

晰的文化根脉与族群归属。

诗写家国：从乡土私念
到家国认同的精神升维

侨报诗词的情感底色是个体乡愁，
其精神高度则体现为家国担当。山河破
碎、国运倾颓，身处异域的海外华侨并未
置身事外，始终与祖国命运同频共振。侨
民诗词的书写由此升维：从个体漂泊、乡
土眷恋的私人抒情，逐步转向救亡图存、
民族觉醒的公共叙事，完成了从乡土身份
认同到中华民族国家认同的深层跃迁。

彼时，随着国内民族危机加剧、救亡
思潮高涨，侨报诗词的创作主题与价值
立场发生转型，作品突破“小我”悲欢的
抒情边界，承担起唤醒侨民民族意识、凝
聚海外爱国力量、助力民族救亡的时代
功能。旅居加拿大的华侨马镜河《寄呈
策廷兄七绝》刊载于1940年复版第4
卷第4期的《南蓢月刊》，有句云：“豪情
侠气冲天际，惊动星移发浩歌。”乱世语
境下的侨诗，褪去柔婉抒情的气质，呈现
出慷慨激昂、刚健质朴的家国风骨。署
名汉本的《抗战偶感七绝四首》刊载于
《南蓢月刊》1940年复版第四卷第四
期，作者以“男儿报国气如虹，誓灭倭奴
在手中”明志，语言质朴刚健、气势凛然，
彰显华夏儿女抵御外侮、誓死卫国的民
族气节。这种昂扬的意气、开阔的襟怀，
体现海外侨胞心系华夏的赤子情怀，也
是近代侨民民族意识觉醒的生动文学表
征。侨民的家国认同不仅体现于危难之
时的挺身而出，也表现为与祖国命运休
戚与共的深度共情。当国内抗战取得阶
段性胜利，海外侨民同喜同庆、群情振

奋。《南蓢月刊》1940年复版第三卷第
十二期江头钓徒《粤北祝捷》“一声报捷
环球震，万众欢腾尽高呼”，表达了与祖
国荣辱与共、命运相连的共同体状态。

结语

华侨报刊诗词极少宏大叙事，多属
于微观、民间、个体的心灵史书写，它以普
通底层侨民的视角记录迁徙之苦、漂泊之
思、文化之守与家国之诚。长期身处异质
文化圈层的海外侨民，极易遭遇传统文化
断层、民族记忆淡化、文化身份模糊的发
展困境。侨报刊发的诗词承担着赓续中
华文脉、抵御文化失语的重要功能，侨报
诗词专栏的持续刊载与广泛传播，使古典
格律、传统意象、诗学精神与文化价值在
海外侨社群得以代代延续。华侨以诗酬
和、以文联谊，在平仄韵律中坚守汉字审
美、传承文化传统、巩固民族记忆，在异域
他乡构筑起中华文化精神家园。

百年侨史沧桑，侨海诗韵流长。近代
海外华侨以诗词为媒介、以报刊为阵地，跨
越山海阻隔，在异域完成了乡愁书写、身份
建构与家国叙事的三重文化实践。侨报诗
词突破传统古典文学的精英范式，扎根底
层侨民的生存现实与精神世界，既是一代
游子的集体羁旅记忆，也是中华文脉海外
传播、民族认同海外建构的重要文本载
体。近代华侨报刊诗词的创作与传播实践
表明，地域山海可隔，族群根脉永续；时代
境遇流变，侨心家国不改。这批跨洋传世
的诗章，为考察近代海外华侨华人的文化
认同机制、中华文脉的跨国传播路径提供
了鲜活的文学样本与重要的历史启示。

【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
学院（网络传播学院、出版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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